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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据治理的DEPA路径和中国的选择

靳思远*

内容提要: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数据已成为各国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各国对数据资源的争

夺日趋激烈,数据跨境流动等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由于数据兼具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属

性,各国治理数据的理念存在分歧,目前数据的全球治理框架尚未形成。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DEPA)是全球首个针对数字经济而制定的专项协定,在数据议题上主要借鉴了美式数字

规则并采用了灵活的模块式框架,反映了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在数字治理方面的诉求,相较传统综

合性的贸易协定更具时代性、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从中国正在构建的数据出境评估体系来看,中

国国内数字规则与DEPA等高水平国际数字规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中国申请加入DEPA有

利于促进本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提升数据治理水平,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中

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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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据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国家通过

制定数字规则、缔结和参加国际协定等方式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力求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

获得优势。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9.6%,增速位居世界第

一,规模位居世界第二。〔1〕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无论在增速还是体量上都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

但是,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与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话语权并不匹配,亟需构建兼顾数字产业

特点和我国诉求的 “中国方案”。〔2〕2021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提

·69·



靳思远:全球数据治理的DEPA路径和中国的选择

出,中国决定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EconomyPartnershipAgreement,简

称DEPA)。〔3〕2021年11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代表中方向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加

入DEPA申请。〔4〕2022年2月1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现阶段正与DEPA缔约方

开展沟通和技术磋商,中方希望为DEPA成员国企业提供合作机遇和广阔的市场,并在创新和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中国贡献。〔5〕

中国的申请加入可能使DEPA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规则框架中占据更为主流的地位,而

DEPA作为开放性的数字经济协定为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本文通过分析

全球数据治理格局和DEPA的数据相关议题,结合中国数据出境评估体系的制度现状,探究中国

加入DEPA在数据治理方面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全球数据治理格局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传统贸易逐渐向数字化趋势发展。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性

资源和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被视为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6〕以信息技术驱动的全球

数字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的跨境流动。在倡导 “规则的设定应围绕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

理利用展开,以追求制度效率的最大化”的法经济学视角下,〔7〕数据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固定于

一定载体上,能够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具有确定性、可控制性、独立性、价值性和稀缺性

等特征的信息财产。〔8〕从信息主体的角度看,数据作为个人信息的重要载体,又关系到个人隐

私保护和人格利益。因此,数据兼具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在数据治理中分别对应数据流动和数

据安全。前者强调数据在数字交易中的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后者强调通过法律保护个人隐私和

信息安全。不同国家基于本国对数据技术掌控的能力、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产生

了不同的规制路径并影响其参与全球博弈的立场,分歧在所难免。在 WTO多边数字贸易治理体

系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各国治理数据的路径呈现多元化态势,〔9〕全球数据治理格局

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其中,美国与欧盟两个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跨境数据流动量位居世界首位,双

方在数字贸易、隐私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不同做法已经对美欧之间的数据流动造成一定的阻碍。这

种阻碍尤其体现在Schrems系列案件 〔10〕中,用于跨大西洋数据传输的法律依据——— “安全港协

议”“隐私盾协议”———均被欧盟法院判定无效。美欧通过国内法的 “长臂管辖”和与他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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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试图将带有本国利益色彩的国内法推广至国际规则层面。

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简称TPP)电子商务

章、《美墨加协定》(The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简称USMCA)数字贸易章

为代表的 “美式规则”强调贸易便利化、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免收数字关税、源代码开放等内

容,其主张构建开放自由的全球数字市场。从数字经济发展历史看,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

无论是互联网企业的数量还是信息产业发达程度都领先全球,互联网科技巨头在早期更是可以轻

而易举地从他国获得大量数据信息。因此其政策具有准入严格而监管相对松弛的特性,主张数字

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从美国国内法上看,个人数据被包含在隐私保护的框架内,但没有类似欧

盟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简称GDPR)的关于隐私保护的

综合性法律,而是分散在各种行业的合同相关法律上。〔11〕美国的隐私保护主要由数据处理者和

隐私消费者之间的合同提供,并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监督。〔12〕但事实上,由于缔约双方之间

的权力和信息不对称,个人数据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其判例确认

公民享有个人数据的宪法保护权利,但各级法院一般都避开了这一决定。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

是赋予个人隐私权,但这一权利通常只是为了防止政府对公民隐私的侵犯。〔13〕虽然美国目前没

有专门规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但对个人敏感数据、政府重要数据、商业数据等数据出境有着

较为严格的管控要求。美国尤其关注外国产品或服务中收集、获取美国敏感数据的风险,并以国

家安全为由对外国产品或服务进行较为严格的管控。例如,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期间以国家安全为

由,通过行政令等方式意图驱逐或封杀TikTok,施压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放弃对TikTok的所有

权。拜登上台后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信息及通信技术和服务供应链审查规则 (ICTS规则)的行

政令,进一步强化了对跨国科技企业的安全审查。总体而言,美国在数据治理中秉持 “全球主

义”理念,既通过国内法限制公权力对数据流动的干预,又倡导 “私法自治”,赋予私主体在保

护个人权利和创造商业价值之间更大的选择权。〔14〕但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又以维护国家安全

为由对外国数据控制者在美国国内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审查,以消除跨境数据流动对美国国家安

全可能带来的威胁。虽然 “美式规则”主张构建开放自由的全球数字市场,但USMCA针对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 “毒丸条款”〔15〕和 “美式规则”对数字市场开放的高水平要求一定程度上加深了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数字鸿沟”,以 “美式规则”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方案仍然存在诸多阻碍。

不同于美国的 “全球主义”,欧盟在数据治理方面主张建立数字单一市场,数据可以在该市

场内部自由流通并受到欧盟数字法规的严格保护,而数据的跨境流动也会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

欧盟拥有目前最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则,根据2000年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 (CharterofF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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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1〕,ZhengGuan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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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隐私法》(ElectronicCommunicationsPrivacyAct)扩大了政府对电话窃听的限制,包括对电脑传输电子数据的限制。
参见沈伟、冯硕:《全球主义抑或本地主义:全球数据治理规则的分歧、博弈与协调》,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

版)》2022年第3期。
非市场经济条款,又称 “毒丸条款”,即禁止与美国有自贸协定的贸易伙伴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参见沈

伟:《“修昔底德”逻辑和规则遏制与反遏制———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深层次动因》,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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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RightsofEuropeanUnion)第7条 〔16〕和第8条,〔17〕通信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是欧盟国

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基于人权保护,欧盟主张以本地化存储和数据跨境审核为核心的数据 “本地

主义”。欧盟通过提高跨境数据输出的审查标准及 “长臂管辖”制度,〔18〕试图将GDPR建立的

“欧盟数 字 标 准”推 广 成 世 界 标 准。〔19〕欧 盟 数 据 保 护 规 则 适 用 于 欧 洲 经 济 区 (European

EconomicArea,简称EEA),其中包括所有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

欧盟在2016年4月通过改革数据保护立法,赋予个人更多对其个人数据的控制权,提供了将数

据传输到第三国的多样化工具,包括 “充分性决定”“标准合同条款”“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

等等。其中,“充分性决定”用来确定非欧盟国家提供的数据保护水平与欧盟 “基本相同”,其效

果是使个人数据能够自由流动到该第三国,而无需数据出口商提供进一步的保障或获得任何授

权。在不满足 “充分性决定”要求的情况下,数据跨境流动可以在提供适当数据保护保障的其他

替代转移工具的基础上进行。其中,“标准合同条款”被应用于欧盟加工商与非欧盟国家加工商

之间的合同中,“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作为跨国公司集团采用的内部规则,用于在同一公司

集团内向位于未提供足够保护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的实体进行数据传输,也可以由从事联合经济活

动的一组企业使用。欧盟通过自身市场在国际市场的中枢地位,借助强势的域外管辖立法,其严

格的数据规制才能发挥所谓的 “布鲁塞尔效应”(Brusseleffect),〔20〕其他国家若想和欧盟进行

数据交流必须 “迎合”其 “充分保护原则”下的严格条件。以GDPR为代表的欧盟数据保护法律

框架也经常作为第三国制定该领域立法的参考点,欧盟同时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积极与其国际合作

伙伴进行对话,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定严格且可互操作的个人数据保护标准来促进数字贸易。

美欧基于对数据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保护倾向不同,产生了 “全球主义”和 “本地主义”

的治理理念分歧。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兴国家基于各自对数据属性的不同认识和本国国情而倾向

于不同的数据治理理念。以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 “本地主义”,强调基于人

权与主权的数据保护。俄罗斯既要求跨国企业在俄开展业务或提供服务时须在俄境内建立数据中

心,也对数据存储和服务器地址提出本地化要求,总体上采取 “孤岛式”的数据规制路径。〔21〕

印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将其公民产生的数据视为国家资产,在国界内存储和保护这些数据来维

护其国防和战略利益。《印度电子商务国家政策框架草案》提出,印度将会逐步推进数据本地化

政策并建立数据中心。〔22〕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更倾向于 “全球主义”,强调数据的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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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7条 “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规定:“人人均有权要求尊重其私人与家庭生活、住居及通信

信息。”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 “个人数据的保护”规定: “1.人人均有权保护其个人信息;2.这些信息仅于特定目

的,并且在信息所有人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其他合法基础上公平处理,人人均有权查阅其个人信息,并有权要求纠正其信息;3.
这些规则的遵守应当受到独立机关的控制。”

根据GDPR第3条 “地域范围”的相关规定,即便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在欧盟境内没有设立实体机构,但其对数据

主体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即适用该法。参见叶开儒:《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的 “长臂管辖”———对欧盟GDPR的原旨主义考

察》,载 《法学评论》2020年第1期。
参见前引 〔18〕,叶开儒文。
参见彭岳:《数字贸易治理及其规制路径》,载 《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
参见孙祁、〔俄〕尤利娅·哈里托诺娃:《数据主权背景下俄罗斯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特点及趋势》,载 《俄罗斯研

究》2022年第2期。
参见陈志:《亚洲国家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载 《北京金融评论》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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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和开放合作。除DEPA外,新加坡还分别与澳大利亚、英国签署了专项数字经济协定,这些

数字经济协定鼓励国内监管改革和在数据创新、数字身份、网络安全等广泛问题上的跨境合作。

2021年1月22日,第一次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数字部长会议批准了 《东盟数据管理框

架》(DMF)和 《跨境数据流动示范合同条款》(MCC),〔23〕提出要建立东盟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并减少不必要的限制,这些文件都是由新加坡主持的数据治理工作组所制定。通过这些数字经济

协定和多边安排,新加坡正逐步构建其主导的数字经济联盟及次级伙伴关系,为发展本国数字贸

易、开展中小企业合作打下基础,为未来构建国际数字规则的谈判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二、DEPA:全球数据治理的新路径

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目前提案及进展表明,各成员的数字产业和贸易政策有很大不同,

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的全球数字治理方案。数据是数字贸易和更广泛的数字经济的核心。美欧分

别基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的比较优势,在数据规制方面具有不同的理念和路径,并积极推进国

内数字规则的国际法化。在此背景下,DEPA作为世界首个专门针对数字经济、为促进数字贸易

合作而制定的多边协定,其开放性的模块化框架和多元化的内容成为有别于美欧数字治理、反映

中小国诉求的一种新路径,相较传统的数据治理路径更具有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从内容上看,无

论是个人信息保护和跨境数据流动 (模块4)等争议性数据问题,还是数据创新 (模块9)、数字

包容 (模块11)等新兴议题,都体现出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在数据治理问题上的开放性理念和规制

路径,鼓励成员国之间可信数据 (trusteddata)的安全流动。

(一)争议性数据问题:“美式规则”基础上的调整和更新

美欧在数字贸易规则传统性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体现在数据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问题

的处理上,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DEPA的模块4中,分别涉及个人信息保护 (第4.2条)、跨境

数据流动 (第4.3条)和计算设施的位置 (第4.4条)。

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DEPA第4.2条构建了10条规则,从倡导性规则、构建个人信息

保护相关法律应该考虑的关键原则、非歧视性原则及信息保护公开、信息保护机制的兼容性和数

据保护信任标志等方面,对缔约方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提出了全面且兼具深度的承诺要求。TPP
第14.8条和USMCA第19.8条都对个人信息保护做了相关规定,两者和DEPA在倡导性规则、

非歧视性原则及信息保护公开方面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具体而言,三者都强调保护数字用户个人

信息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缔约国应考虑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机构的原则和指南以制定本国的法

律框架,采取非歧视性做法,从个人和企业层面公布其向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的个人保护信息。关

于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应该考虑的关键原则,TPP未有提及,而 USMCA作为 “美式规

则”的升级版提出了 “限制收集、选择、数据质量、目的规范、使用限制、安全保障措施、透明

度、个人的参与、问责制”共九个原则,并 “确保对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任何限制是必要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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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中国商务部:《东盟发布 <东盟数据管理框架>和 <东盟跨境数据流动示范合同条款>》,载http://asean.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2102/2021020303659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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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涉风险相称”〔24〕,即任何限制不能超过保护个人数据所需的要求。这种与隐私风险相称的必

要限制正是 “全球主义”的直接体现,与欧盟 “本地主义”采取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限制性措施

不同,即前者的限制是例外、后者的限制是原则。DEPA借鉴了USMCA除 “选择”外的其他八

个关键原则,但没有规定对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进行限制要遵守必要性原则,即在个人信息跨境流

动的限制问题上做了保留。即便DEPA缔约国可以选择加入某一主题模块而无需一揽子同意,但

从条文上来看,DEPA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问题上没有在 “全球主义”和 “本地主义”之间选边

站,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在此类争议性问题上的折中态度。

在跨境数据流动的问题上,DEPA第4.3条与TPP第14.11条内容一致,通过三项规定,

承诺有约束力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这种约束力体现在条文中 “shall” “may”等情态动词的使

用,“shall”表达的是法律的强制性, “may”传递的是法律的授权性。〔25〕第一项采用 “may”

授权缔约国对跨境数据流动有本国的监管要求。第二项和第三项均采用 “shall”,要求缔约国既

要允许跨境数据流动,也可以在不构成 “不合理歧视或贸易限制”或 “过度采取管制”的前提

下,采用出于 “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跨境数据流动管制措施,这保留了缔约方对 “跨境数据自

由流动”进行管制的自主空间。〔26〕相较而言,USMCA第19.11条只保留了上述第二、三项内

容,没有授予其他缔约方设置本国监管要求的权限,即没有监管例外规定。类似地,在计算设

施的位置问题上,DEPA第4.4条与TPP第14.13条内容一致,要求不得强制将数据存储设

施设置在当地,并规定了监管例外和公共安全例外。而USMCA第19.12条仅规定了 “任何一

方不得要求被覆盖人员在其领土内使用或放置计算设施,以此作为在该领土内开展业务的条

件”,没有其他例外规定。在一般例外条款方面,DEPA第15.1.3条将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第14条和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的所有内容纳入规则

范围,而TPP第29.1.3条和USMCA第32.1.2条仅将GATS第14条 (a)- (c)纳入规则

范围,排除了 (d)(e)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相冲突的两种情况以及GATT1994第20条

列举的一般例外适用情形。通过对比DEPA、TPP和USMCA的数据规制条文不难发现 (如表

1所示),DEPA除了避开 “与隐私风险相称的必要限制”的争议性原则,首倡数据保护信任

标志的国际合作,其他事项都充分借鉴了TPP电子商务章和 USMCA数字贸易章的 “美式规

则”。但 DEPA在数据规制上的例外规定范围明显 大 于 USMCA,这 也 说 明 了 USMCA 较

DEPA具有更高的开放度,DEPA也更加侧重保护缔约方的监管权限。从新加坡等中小国家的

发展来看,这种对数据跨境流动相对保守的态度是出于对本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保护。以美国为

代表的 “全球主义”国家坚持数字贸易自由化,试图最大限度地消除各国数字贸易进入障碍,

为其优势数字企业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便利,数字贸易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希望通过设置保护壁垒

为本土数字企业发展赢得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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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USMCAArticle19.8.3.
参见王子颖:《法律语篇中shall和may的翻译对比研究》,载 《上海翻译》2013年第4期。
参见陈寰琦、陆锐盈:《DEPA数据安全规则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载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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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DEPA、TPP和USMCA数据规制相关条文对比

事项 DEPA TPP USMCA

个人信息保护

在倡导性规则、鼓励缔约方发展兼容的信息保护机制、非歧视性原则及信息保护公开等方面
较为一致

第4.2.3条规定了8个关键
原则,没有规定对个人信息
跨境流动进行限制要遵守必
要性原则

未规定制定法规的关键原则
第19.8.3条规定了9个关键原
则和 “与隐私风险相称的必要限
制”原则

第4.2条8—10款鼓励缔约
方就数据保护信任标志展开
合作

未规定数据保护信任标志相关内容

跨境数据流动
DEPA第4.3条与TPP第14.11条内容一致,都承诺有
约束力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并规定了监管例外和公共安
全例外

没有监管例外

计算设施的位置
DEPA第4.4条与TPP第14.13条内容一致,要求不得
强制将数据存储设施设置在当地,并规定了监管例外和公
共安全例外,保留监管自主空间的权限

USMCA第19.12条仅保留了推
动数据流动自由化的条款,没有
监管例外和公共安全例外

一般例外条款

DEPA第15.1.3条将GATS
第14条和 GATT1994第20
条的所有内 容 纳 入 规 则 范
围,较 TPP 和 USMCA 更
广泛

TPP第29.1.3条和 USMCA 第32.1.2条都要求针对 “数字
贸易”或 “电子商务”章节,仅参考GATS第14条 (a)(b)
(c)的要求进行例外条款修订

  表格来源:作者整理。

(二)新兴数据议题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中小国方案

除了传统性的数据议题,DEPA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数据议题,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

最新的关注点。首先,在数字贸易便利化方面,DEPA首倡电子发票、物流和快递等议题,提倡

缔约国努力实现数据交换系统的互联互通,努力构建国际公认的数据开放标准,以提升数字贸易

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其次,DEPA要求缔约方认识到在个人或企业数字身份方面的合作将有

利于区域和全球互联互通,构建数字身份的安全和可互操作的标准会使消费者因数字身份被欺诈

案件减少,企业受益于电子方式可以进行更高效的交易。再次,跨界数据流动和数据共享能够实

现数据驱动的创新,DEPA鼓励缔约国通过监管 “沙盒”等方式进行合作,实现跨国界的数据驱

动创新以促进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中小企业也应当通过创建免费且可公开访问的网站实现跨国

企业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举办数字中小企业对话等活动促进企业合作。最后,DEPA鼓励

缔约国开放政府数据,便利公众获取和使用政府信息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竞争力提升和创

新。政府开放的数据是政府部门掌握的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数据,政府数据开放的真正意义

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共享和利用。〔27〕缔约方应努力开展合作,以确定缔约方可扩大获取和使用

公开数据的方式,以期增加和创造商业机会。此外,DEPA还提倡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

展开数据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然而,上述倡议性的新兴数据议题大多都是鼓励缔约国展开合作,并没有具有可操作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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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李涛:《政府数据开放与公共数据治理:立法范畴、问题辨识和法治路径》,载 《法学论坛》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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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如,在金融科技领域,DEPA鼓励双方在行业层面的合作,但事实上这种合作是基于双方

国内金融机构控制的数据和信息交流,DEPA并没有规定金融数据相关的市场准入问题,很可能

会使这样的倡议流于形式。相较而言,《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议》(TheUK-Singapore

DigitalEconomyAgreement,简称 UKSDEA)对金融部门的跨境数据流动有着更明确的要

求,〔28〕英新两国之间金融数据的流通就有了更强的非歧视性待遇保证。另外,DEPA认识到监

管 “沙盒”对数据创新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对数据开放等实质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例如怎样

平衡数据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政府、数字企业、个人之间关于数据方面的权利义

务分配上坚持怎样的原则等。可见,DEPA虽然在这些创新性议题上表达了中小国家在数字贸易

方面的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仍然是宏观且宽泛的,仍需进一步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三、DEPA:数据治理的中国选择

中国经济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期,以新基建为主要引擎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战

略持续深入推进。〔29〕目前,中国尚未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数字贸易规则主张,这主要是由于我

国将数据流动置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范围,突出了安全风险。在数字贸易规则深入性议题方面,我

国呈现出较为保守的态度,在规则国际博弈中处于防守地位。〔30〕我国数字贸易比较优势主要集

中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货物贸易,因此在参与 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时,我国的提案主要侧重

于跨境货物贸易及相关支付和物流服务方面,如电子认证、电子合同等贸易便利化层面促进电子

商务的传统议题。〔31〕我国在最近的一份公开性提案中提出,对于数据流动、数据存储、数字产

品处理等敏感和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性讨论。〔32〕但在原则上,数据流动应当以安

全为前提,数据安全关系到每个 WTO成员核心利益,所以有必要按照各国法律法规进行有序的

数据流动。〔33〕我国目前已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reeTradeAgreement,简称FTA)电子

商务章节中的条款大多数是在 WTO框架下早已达成共识的传统条款。例如,中国与DEPA的三

个发起国都分别签订了FTA且均包含电子商务章,但内容局限于无纸化贸易、关税、透明度义

务、在线消费者保护等内容,在具有争议的个人信息保护议题方面大多只是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

重要性、制定相关法律要考虑相关国际组织或机构的标准等 “倡议性”规定。

此次申请加入DEPA表明我国在全球数据治理中的路径选择,即接受DEPA基于中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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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例如,UKSDEA第8.53.1条规定:“每一方均应允许另一方的金融服务供应商提供甲方允许其同类金融服务供应商

提供的任何新的金融服务,而无需甲方要求采取额外的立法行动。各缔约方可确定提供新金融服务的机构和司法形式,并可要

求获得提供该服务的授权。如果一方要求此类授权,则应在合理的时间内作出决定,且仅可根据第8.50条 (审慎剥离)的审慎

理由拒绝授权。”第8.54.1条规定:“在遵守适当的隐私和保密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如果此类转移是在该金融服务供应商的正常

业务过程中需要的,任何一方不得禁止或限制另一方的金融服务供应商将电子或其他形式的信息转移到或转移出其领土。”
参见腾讯网: 《中国申请加入 DEPA 的九大看点》,载https://new.qq.com/omn/20211103/20211103A06IX500.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10日。
参见朱福林:《数字贸易规则国际博弈、“求同”困境与中国之策》,载 《经济纵横》2021年第8期。
参见李馥伊:《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对策分析》,载 《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第17期。
参见卢锋、李双双:《多边贸易体制应变求新:WTO改革新进展》,载 《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

SeeWTO,JointStatementonElectronicCommerce-CommunicationfromChina,INF/ECON/40,Article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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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诉求的理念和规则。在新冠疫情给国际贸易供应链造成了严重破坏的背景之下,包

括中国和DEPA发起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发展遭遇瓶颈,亟需有效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合作平台。

DEPA在发展数字经济领域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专业性,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合作等创新性议题

的引入更是增加了协定的前瞻性,与中国未来创新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趋势、“坚持包容普惠、推

动共同发展”〔34〕的理念相契合。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发展数字经济要

“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35〕中国申请加入DEPA意味着在数字领域推动国内治理

和国内法规向高标准数字规则看齐,并且考量DEPA在数字方面的某些规则,建立国内数据市场

和数字贸易治理的标准,实现 “两个统筹”。

约翰·杰克逊 (JohnH.Jackson)教授的 “接合”(interface)理论提出,两个国家即使只有

很小的经济制度差异,它们在进行合作时必须有一种 “接合”机制,否则就会发生摩擦或误

解。〔36〕这种 “接合”机制必须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才能使不同经济制度的国

家在同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和合作。DEPA从灵活开放的模块式框架结构到多元包容的数字议题,

都具备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 “接合”特性,以便不同国家在多元化的数字议题上寻求共识。对标

DEPA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国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建章立制的进度,

对我国国内数字法规产生积极的 “接合”作用。

推动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是DEPA的传统性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申请加入DEPA也意

味着我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接受DEPA的规则和理念。从目前正在构建的数据出境评估体系

来看,我国国内法在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上仍然秉持十分审慎的态度。虽然DEPA没有规定个人信

息跨境流动限制要遵守必要性原则,但我国的态度与DEPA总体上鼓励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政府

数据开放共享等相对宽松的理念仍然存在一定的张力。

(一)构建中国数据出境评估体系

我国近年密集出台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数字经济相关的多部

法律法规,也在一些试验区试点企业数据分类和跨境流动。但目前国内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与

DEPA相比仍存在差距,偏重强调数据的安全属性和数据本地化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

规范了个人信息的存储、传输和处理,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信息跨境传输将受到限制,第

36条针对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设置了 “境内存储为原则、安全评估后出境为例外”的原

则,〔37〕在数据流动和数据安全中更倚重后者,以数据本地化存储为原则。第38条第1款规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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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中国政府网:《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载

http://www.gov.cn/xinwen/2018 11/07/content_5338282.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26日。
参见中国政府网: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载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 01/12/

content_5667817.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23日。
这种 “接合”(interface)机制借用了计算机术语。当需要两台不同机器的计算机一起工作时,通常需要某种 “接

口”机制或程序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约翰·杰克逊教授认为,国家贸易法和关贸总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如今是作为一种相当

粗糙的 (crude)“接合”机制运作的。SeeJohnH.Jackson,ImportPractices:AreTheyReallyUnfair?,30LawQuadrangle26
(1986).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6条规定:“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进行安全评估。安全评估可以要求有关部门提供支持与协助。”参见彭錞:《论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制度———
以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6条为切入点》,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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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跨境提供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之一,即 “(1)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

(2)按照国家网信部门的规定经专业机构进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3)按照国家网信部门制定的

标准合同与境外接收方订立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4)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网信部

门规定的其他条件”。为使上述个人信息出境条件落地,除第四项兜底条款,国家网信部门近期

分别发布了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简称 《评估办法》)〔38〕 《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

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简称 《安全认证规范》)〔39〕和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规

定 (征求意见稿)》(简称 《标准合同规定》),〔40〕对前三个条件分别予以细化。其中,《评估办

法》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我国数据出境安全检查的具体要求,也标志着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

的正式落地。

从适用范围来看,《评估办法》第4条规定了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数据 〔41〕必须申报安全评

估的四种情形:“(1)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2)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3)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

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4)国家网信部门规

定的其他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关于 “重要数据”的定义,《评估办法》第19条

首次从部门规章层面予以明确,即指 “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等,

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的数据”。但该定义事实上掺杂着

地缘政治因素,何种数据能够被认定为 “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等并没有清晰的标准和边界,存在

一定的模糊性,给予审查部门较大的主观裁量空间。《评估办法》适用范围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的数据出境情形,可以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或者签订国家网信部门制定的标准合同来满足个人

信息跨境提供条件,依法开展数据出境活动。〔42〕从评估内容和评估流程来看,《评估办法》第5

条和第9条分别列举了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的重点事项、与境外接收方订立的法

律文件中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义务主要内容,第8条列举了网信部门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重点

事项,为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出境风险评估提供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

由表2可见,相较于申报人风险自评估的内容,网信部门安全评估重点事项与其基本一致,

都包括了出境数据的基本要求、数据出境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境外接受方数据保护水平、数据

出境中和出境后的评估、境外接受方的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义务等内容。安全评估重点事项在此基

础上还增加了对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数据安全保护政策法规和网络安全环境的评估,

以及对数据处理者遵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的评估,充分体现了数据出境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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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载http://www.cac.gov.cn/2022 07/07/c_1658811536396503.
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24日。

参见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载

https://www.tc260.org.cn/upload/2022 06 24/1656064151109035148.pdf.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24日。
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规定 (征求意见稿)》,载http://www.cac.gov.cn/2022

06/30/c_165820596953163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24日。
《评估办法》所称数据出境活动主要包括:一是数据处理者将在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传输、存储至境外;二

是数据处理者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存储在境内,境外的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访问或者调用。
参见人民网: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答记者问》,载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707/c1001

3246930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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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安全评估及境外接受方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义务内容比较

主要内容
自评估重点事项

(第5条)
网信部门评估

重点事项 (第8条)
与境外接收方约定数据

安全保护责任义务 (第9条)

出境数据的

基本要求

(一)数据出境和境外接收

方处理数据的目的、范围、
方式等的合法性、正当性、
必要性;(二) (1)出境数

据的规模、范围、种类、敏

感程度

(一)数据出境的目的、范

围、方式等的合法性、正当

性、必要性;(三) (1)出

境数 据 的 规 模、范 围、种

类、敏感程度

(一)数据出境的目的、方式和

数据范围,境外接收方处理数据

的用途、方式等

数据出境可能

带来的风险

(二) (2)数据出境可能对

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

或者组织合法权 益 带 来 的

风险

数据出境活动可能对国家安

全、公共利益、个人或者组

织合法权益带来的风险

无 (以责任承担的方式呈现)

境外接收方的

数据保护水平

(三)境外接收方承诺承担

的责任义务,以及履行责任

义务的管理和技术措施、能

力等能否保障出 境 数 据 的

安全

(二) (2)境外接收方的数

据保护水平是否达到中国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二)数据在境外保存地点、期

限,以及达到保存期限、完成约

定目的或者法律文件终止后出境

数据的处理措施; (三)对于境

外接收方将出境数据再转移给其

他组织、个人的约束性要求

数据出境中和

出境后的评估

(四)数据出境中和出境后

遭到篡改、破坏、泄露、丢

失、转移或者被非法获取、
非法利用等的风险,个人信

息权益维护的渠 道 是 否 通

畅等

(三) (2)出境中和出境后

遭到篡改、破坏、泄露、丢

失、转移或者被非法获取、
非法利用等的风险;
(四)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

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充分有效

保障

(六)出境数据遭到篡改、破坏、
泄露、丢失、转移或者被非法获

取、非法利用等风险时,妥善开

展应急处置的要求和保障个人维

护其个人信息权益的途径和方式

境外接收方的

数据安全保护

责任义务

(五)与境外接收方拟订立

的数据出境相关合同或者其

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等是

否充分约定了数据安全保护

责任义务

(五)数据处理者与境外接

收方拟订立的法律文件中是

否充分约定了数据安全保护

责任义务

(四)境外接收方在实际控制权

或者经营范围发生实质性变化,
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数据安全保

护政策法规和网络安全环境发生

变化以及发生其他不可抗力情形

导致难以保障数据安全时,应当

采取的安全措施; (五)违反法

律文件约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的补救措施、违约责任和争议解

决方式

其他 无

(二) (1)境外接收方所在

国家或者地区的数据安全保

护政策法规和网络安全环境

对出 境 数 据 安 全 的 影 响;
(六)遵守中国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情况

无

  表格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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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估与安全评估相结合”的严格原则。《评估办法》第9条 “与境外接收方约定数据安全保护

责任义务”与两者要求大体一致, 《标准合同规定》中的合同模板第三条 “境外接收方的义务”

就是在第9条的基础上展开的。《评估办法》第4条项下的四类情形作为审查对象,只有通过安

全评估、获得 “行政许可”才能有出境的资格,体现出监管部门对这四类情形安全评估十分审慎

的态度。另外,《评估办法》第14条 〔43〕和第17条 〔44〕规定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结果具备两年

有效期及需要重新申报评估的情形,不符合要求则会被书面通知终止数据出境活动,体现了 “事

前评估和持续监督相结合”的原则。而对于 《评估办法》第4条的四类情形之外的数据出境,由

于没有达到安全评估的 “门槛”则只需要按照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2或第3项得到专

业机构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或与境外接收方订立标准合同,即可进行数据出境。相较于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的流程,标准合同这种出境路径更加快捷、可预期、成本低,虽然合同签署后需要在网信

部门备案,但备案不作为合同生效条件和信息出境的前置条件;认证机制的适用为跨国公司或者

同一经济、事业实体内部的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提供 “绿色通道”。在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

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作为上位法、《评估办法》等部门规章作为下位法的国内数据法

律体系下,我国正在逐步建立 “安全评估审查下的高风险数据有限流动、标准合同和认证机制下

的低风险数据自由流动”的数据出境评估体系。

(二)缓解国内数据规则与DEPA之间的张力

如前文所述,我国对于 《评估办法》第4条的四类高风险数据出境采取 “无授权则不可为”

的行政许可模式,对其他低风险数据采用标准合同和认证机制的处理模式,这些模式实质上都属

于数据本地化范畴,即只有符合要求才能允许数据出境,否则只能在本地存储。数据本地化作为

严格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一种属地规制模式,“将地域性的传统主权观念照搬至全球性的现代数

字经济,容易产生安全与发展之间方枘圆凿的冲突”〔45〕。《评估办法》等配套规则生效后,相关

企业和个人发起的任何数据跨境传输活动都必须与境外数据接收方签署上述具有法律效力的文

件,给接收方施加种种义务并进行一系列谈判,经济和时间成本可能会随之增加。统筹数字经济

的发展和安全,体现在跨境数据流动中就是要在数据的高效流动和安全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数

据出境评估体系也应当根据实践予以调整,在保障数据安全出境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程

序,明确审查规则,提高数据跨境流动的效率。

中国已加入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 “电子商务”章明确了电子商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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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评估办法》第14条规定:“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结果有效期为2年,自评估结果出具之日起计算。在有效期内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数据处理者应当重新申报评估:(一)向境外提供数据的目的、方式、范围、种类和境外接收方处理数据

的用途、方式发生变化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或者延长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境外保存期限的;(二)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

区数据安全保护政策法规和网络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以及发生其他不可抗力情形、数据处理者或者境外接收方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化、数据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法律文件变更等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三)出现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其他情形。有效期届满,需

要继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数据处理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0个工作日前重新申报评估。”
《评估办法》第17条规定:“国家网信部门发现已经通过评估的数据出境活动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不再符合数据出境安

全管理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数据处理者终止数据出境活动。数据处理者需要继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应当按照要求整改,
整改完成后重新申报评估。”

许多奇:《治理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规则体系构建》,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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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成员方制定数据本地化和数据跨境流动政策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现有自由贸易协定中,

RCEP包含的电子商务条款数量最多,其电子商务章节条款内容进行了大幅扩充,一些数字贸易

规则核心条款也首次包括进来,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在跨境数据流动方

面,RCEP规定不强制要求计算设施本地化 (第14条)、不得阻止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

(第15条)等,这些条款的接受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意味着我国逐步在数据安全和

数据开放之间寻找平衡。相较于RCEP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 “倡议性”规定 (第8条),DEPA

第4.2条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关键原则的细化、非歧视性原则及信息保护公开、个人信息保

护机制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数据保护信任标志等方面为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提出了具体的要

求。DEPA第4.3.2条明确规定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即自然人的任何信息

(包括数据)都是可跨境传输的,但RCEP第15条并没有对电子传输信息是否包含个人信息作出

明确界定。〔46〕此外,RCEP第14条和DEPA第4.4条及第15.2条 (安全例外条款)都认同数

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及安全例外,这事实上对目前我国国内法就数据 “境内存储为原则、安全评

估后出境为例外”的总基调仍存在一定的背离。

虽然中国未在跨境数据流动议题上提出具体的规则方案,且目前国内法以数据本地化存储为

原则,但从中国近期申请加入CPTPP、DEPA来看,中国已经逐渐向数据自由流动和开放的趋

势转变。欧盟GDPR对个人数据向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传输仅限于四种方式,这给跨国公司施加了

很大的个人隐私保护义务和合规成本。〔47〕中国基于数字经济和贸易发展考虑,在未来的选择中

未必会完全接受欧盟在隐私保护方面的严格要求。〔48〕我国目前不仅在跨境数据流动的部分法律

法规中存在规则模糊等问题,而且个人信息和部分商业场景的重要数据出境评估规定缺乏灵活

性,数据的分级和分类管理目前并没有成熟的制度安排。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中国参与经济全球

化、拓展全球数字服务市场的进程。

从国际贸易规则的角度来看,“一般例外”条款可以作为平衡数字主权和数据自由流动的有力

工具。DEPA将GATS第14条纳入一般例外情况,即授权成员国为了满足合法公共政策目标或保

障基本安全利益而采取不符合规定的措施。〔49〕这样来看,根据DEPA “美式规则”特点,成员国

在原则上应当鼓励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但这种自由并非绝对,其受到例外条款对安全、隐私等方

面的限制。这考虑到更多缔约方的自身诉求,给予缔约方更大的数据流动管制空间,〔50〕为我国数

据出境评估体系与DEPA的 “接合”性提供了解释的依据。问题在于,如何对第14条 (c)(iii)项

下的 “安全”进行解释。〔51〕这涉及何种安全利益可以纳入GATS例外条款中。尤其是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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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

参见周念利、于美月:《中国应如何对接DEPA———基于DEPA与RCEP对比的视角》,载 《理论学刊》2022年第

2期。
这四种被允许的数据跨境传输方式分别是: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基于充分性决定、提供适当保障措施、建立有约束

力的公司规则、特殊情况下的例外。参见戴龙:《论数字贸易背景下的个人隐私权保护》,载 《当代法学》2020年第1期。
参见前引 〔47〕,戴龙文。

SeeDEPAArticle15.1&15.2.
参见前引 〔26〕,陈寰琦、陆锐盈文。
参见田翔宇:《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体系的国际法分析———以GATS “一般例外”条款为视角》,载 《人民法治》

2018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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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范畴从传统安全扩展到非传统安全,如何构成威胁国家安全的条件几乎完全由一个主权

国家自己决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国内法上的规则和制度不断外溢,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

和监管工具,国家安全呈现概念泛化且考量因素模糊等特点。在此背景下,以 “特朗普政府打压

TikTok”为代表的、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跨境数字交易、投资和数据访问的事件频频出现,

削弱了国际规则体系,侵蚀了全球化发展的法律基础、国际机制和法治逻辑。〔52〕DEPA目前也

没有对这些措施的合理限制作出更为具体的国家安全例外规定。中国可以申请加入DEPA为契

机,与其他成员国探讨例外条款在数据流动方面的包容性,探寻以维护数据主权为前提的数据流

动和数据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已对美国引领的西方主导地位带来潜在挑战,视中国为 “战略竞争对手”

已成为美国两党的战略共识,中美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美国主导构建的 “印度—太

平洋经济框架”(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PEF)包含建立一个新的数字治理框

架以管理印太地区的数字经济和跨境数据流动。〔53〕目前参与IPEF框架的13个初始国家包括了

韩国、新西兰以及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七个东盟国家。

结合数字经济协定签署的集中地、数字税等数字规则的覆盖地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进展与

规模看,印太地区是全球数字博弈的重点区域。〔54〕中国处于印太地区数字供应链的中心,美国

印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可以视为对中国 “数字丝绸之路”和 “一带一路”的制衡,以削弱中国在

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世界接轨的跨境数据流动体系

就尤为重要和紧迫。中国申请加入DEPA,体现了我国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高度兴趣与构建全

球数字经济框架的最新努力。DEPA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企业合作提供了技术和规则交流的有利平

台,中国应当借助申请加入DEPA的契机,积极参与全球数字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探索数据驱动

创新体系和安全发展模式,在维护我国网络安全的基础上稳健地开放数字市场,引领全球产业链

的发展和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

四、结 语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据已成为未来改变全球竞争格局、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重组全

球要素的重要资源。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数字治理和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作为其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

的要素和章节。中国申请加入DEPA,意味着中国继加入RCEP后,进一步接受DEPA更高水平

的数字治理理念和规则,将与DEPA缔约国共同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并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和交

流。这既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一次机遇,又在对标国内规则、平衡数据安全和开放流动难

题、中美战略竞争等诸多方面面临挑战。虽然我国正在逐步构建数据出境评估体系,但从主要内

容上来看仍然与DEPA等高水平数字经济规则存在一定的张力。中国应当综合评估DEPA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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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参见沈伟:《驯服全球化的药方是否适合逆全球化?》,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2期。

SeetheWhiteHousewebsite,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availableat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lastvisitedonFeb.12,2022.
参见翟崑:《数字全球化的战略博弈态势及中国应对》,载 《人民论坛》2021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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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内容,结合目前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有选择地参加DEPA并提出数据治理的 “中国方案”,

与其他国家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格局。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datahasbecomeafundamentalandstrate-

gicresourceformostofthecountries.Thecompetitionfordataresourcesamongcountrieshasbe-

comeincreasinglyintense.Theissuessuchascross-borderdataflowhavebecomethefocusofin-

ternationalattention.Sincedatahastheattributesofbothpropertyandpersonalityinterests,

therearedifferencesinthephilosophyofdatagovernanceamongcountries.Atpresent,theglobal

datagovernanceframeworkhasnotyetbeenformed.TheDigitalEconomyPartnershipAgreement
(DEPA)isthefirstspecialagreementforthedigitaleconomyintheworld.Intermsofdatais-

sues,itmainlydrawsonAmericandigitalrulesandadoptsaflexiblemodularframework.Italso

reflectsthedemandsofsmallandmedium-sizedcountriessuchasSingaporeintermsofdigital

governance.Comparedwithtraditionalcomprehensivetradeagreements,itismorecontemporary,

flexibleandextensible.Fromtheperspectiveofthedataexitassessmentsystembeingconstructed

inChina,thereisatensionbetweenChina􀆳sdomesticdigitalrulesandhigh-levelinternational

digitalrulessuchasDEPA.China􀆳sapplicationtojoinDEPAisconducivetopromotingthedevel-

opmentofitsowndigitaleconomyand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mprovingthelevelofdatagov-

ernance,andfurtherexpandingChina􀆳svoiceinglobaldatagovernance.

KeyWords:DEPA,digitaleconomy,globaldatagovernance

  
(责任编辑:肖 芳 赵建蕊)

·011·


